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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　要:中西学术思想及其史学观念的新进展 ,为我国史学方法体系的重建提供了理论前提。以罗荣渠的现

代化研究 、白寿彝总主编的《中国通史》 、李学勤等人的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为典型的具体历史研究 ,既为重建史学方

法体系奠定了现实基础 ,又启发我们必须把跨学科方法作为史学方法新体系的中心内容。 在跨学科方法中 ,除了

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之外 ,还应对人文学科的方法给予特别的重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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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历史学的飞跃 , 有赖于史学方法体系的不断革故鼎新。

张岂之先生在《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》一书中 ,把近代中国史

学方法体系归结为三种基本类型 ,即以王国维 、陈寅恪 、汤用

彤 、柳诒徵为代表的近代考证方法 , 以胡适 、傅斯年为代表的

实验主义方法和以李大钊 、陈独秀 、郭沫若 、吕振羽 、翦伯赞 、

范文澜 、侯外庐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方法[ 1] (P225-253)。然

而 ,在历史的车轮早已轧入 21 世纪的今天 ,在中西学术思想

及其史学观念都已脱胎换骨的大背景下 , 我们的史学方法体

系可否应该重建? 是否已到了产生“第四种体系”的时候?

如果回答是肯定的 ,那么这种史学方法新体系的中心内容和

结构模式又可能是什么样子? 本文试图结合“三大个案” 予

以探讨。

一 、理论前提

史学方法体系是史学方法论的主体内容。 它通过一系

列史学方法集合的研究 ,弄清各种史学方法的背景 、内涵 、性

质 、作用 、优劣 、使用范围 、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, 为历史研究

提供规律性的思维工具和技术手段。巴甫洛夫说:“科学是

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。研究法每前进一步 , 我

们就更提高一步 ,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

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。” 巴勒克拉夫认为:当代史学“具

有决定性的促进力量是一般性概念和方法的应用与完善”

[ 2] (P147)。亦即史学方法体系的不断变革乃至重建。它不单

是历史研究实践的需要 ,也是人类学术思想发展的大势使然。

纵观人类学术思想发展的大势 , 在历史学领域则集中体

现于史学观念的巨大变革。陈启能先生认为 , 所谓“史学观

念是指对历史知识性质的根本看法。这里涉及历史学家对

历史的态度 ,对史料的看法 , 对现在和过去关系的认识 ,对自

身在研究实践过程(也就是历史认识过程)中所起作用的考

虑”[ 3] 。它的变革应该成为史学方法体系重建的理论前提。

这是因为 ,“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史学方法以作用其研究

客体 ,同他对历史的内容以及历史学基本属性的理解息息相

关。将人类历史(文明史)仅仅看作阶级斗争的发展 , 同把人

类历史看作除阶级斗争外还有更加广阔的内容 , 对史学方法

的理解和运用 , 便会有所不同。把历史学仅视为史料学 , 目

的在求得历史事实的复原 , 和把历史学视为一门科学 , 目的

在获得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科学认识和理解 ,以及把历史学视

为一门艺术 , 便会采取相异的史学方法 , 并产生出对这些不

同史学方法的理解和探索。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史学方

法, 还同他对史学与历史及现实关系看法的不同相联系。”[ 4]

从世界范围看 ,西方史学观念自文艺复兴以来主要经历

了所谓“现代主义”和“后现代主义”两大巨变。“现代主义”

是 18 世纪以来“西方现代社会得以运转的思想理论支柱” ,

“如理性 、民主 、人权 、自由 、科学和历史的观念”[ 5] 等。它的

“意义是指理性和科学战胜了圣经 、传统和习俗”[ 6] 。但从

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,“后现代主义”(Postmodernism)首先兴

起于文学艺术领域 , 到 80 年代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诸多

方面 ,其代表人物有福柯 、德里达 、李欧塔等。他们“怀疑乐

观主义者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肯定性描述 , 否定自启蒙运动以

来一直被奉为圭臬的人文的 、自由的 、理性的尺度 , 怀疑客观

知识的可能性 、文字和文本的单义性 ,人自身的统一性 ,拒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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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认真理的存在”[ 7] 。具体到历史学领域 ,“后现代主义”则

改变了传统历史学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理解 ,即不再承认历史

是一个统一的有规律可循的连续过程;否认历史学的客观性

和科学性。认为时间不是连接过去 、现在和未来的直线;历

史学所依据的史料可以有多种解释 , 文献只反映语言内部规

则 ,不能通过文本发现历史真相;历史知识背后隐藏着权力;

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恢复历史真相和发现真理 , 而是探寻历

史学家怎样制造了“真理效果” 。

尽管目前人们对“后现代主义”褒贬不一 ,但它的历史认

识论和方法论的启迪作用 ,是不容低估的[ 8] 。至少“后现代

主义”者那种不陶醉于自己文明的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 , 就

足以值得所有非西方国家的学者认真借鉴。

如果说“后现代主义”思潮尚有懈可击的话 , 那么一种介

于“现代主义”和“后现代主义”之间的 、更为进步的年鉴学派

的史学观念 ,对我国史学理论的直接借鉴意义则是毋庸置疑

的。它们既批判传统史学 ,又没有矫枉过正。它们不但没有

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 ,而且还为了科学性而大力提倡并实践

了跨学科方法。至于它们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遭到了越

来越多的批评以及“ 新叙事史”的兴起 , 则属于其自身的调

整 、转型[ 5] 。正是这种批评和调整 , 使许多新史学家“努力

寻求扩大史家认识潜能的方法 ,思考如何把史家从史料中获

得的信息更好地与对它们的解释相结合。目前这个过程还

在积极地进行中。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”[ 9] 。

事实上 ,西方史学新观念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从未间

断过。有研究者认为 , 在 20 世纪三次引入外国史学理论的

高潮中[ 10] ,“没有进化论 ,就没有梁启超的新史学;没有唯物

史观就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

美史坛发生的迅速变化 ,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发

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”[ 11] 。中国史学 50 年的理论建

设 ,被认为是中国“史学史上最深刻的变革”[ 12] 。特别是“ 20

世纪最后 20 余年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及其现状 , 无疑是 21

世纪史学理论研究的现实起点”[ 13] 。正是这 20 年里 , 才初

步建立了史学理论学科 ,摆脱了教条主义 、极左思潮的桎梏 ,

对历史理论问题重新作了探索 ,提出了许多振奋人心的新见

解 ,还掀起过史学方法 、历史认识论的讨论热潮。尤其是对

于历史学性质的认识有重大进步 ,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认为

历史学是一门纯粹的科学 ,至少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严格的

科学①。这表明我国的史学观念在整体上已不再顽固不化 ,

中国史学界再也不可能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巨大变革下固步

自封 ,我行我素。这无疑为我们重建史学方法体系创造了必

要前提。

二 、实践基础

中西学术思想发展大势 , 特别是史学观念的新进展 , 固

然为我们重建史学方法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, 但那毕竟只是

一种可能性。要使之变为现实 , 还必须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,

亦即有具体史学研究的迫切需求和成果作为助推器才能实

现。这种迫切需求和成果 , 笔者认为 , 目前集中体现于如下

三点:

其一 , 现有史学方法体系已显得较为陈旧 , 急待变革。

蒋大椿先生在《新中国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历程》一文的最

后 ,也总结过四种不同的史学方法体系 , 即分别以阶级分析

法 、自然科学方法(或系统论方法)、人文科学方法和在唯物

史观指导下的多样化统一方法为主体的史学方法体系[ 4] 。

但事实上 ,现有史学方法体系中 , 只有第一种(即阶级分析法

型)算是最系统和最普及的。 其他三种类型非但不成体系 ,

而且不是史学方法的主流。它们跟第一种类型的不同 ,主要

是用一些现代新方法去点缀旧体系;或者从属于“阶级分析

法型” ,以其学术观念和价值标准 , 剪裁各种现代方法 , 削足

适履。关于这一点 ,从现有几部影响较大的史学概论和方法

论著作中就能得到清楚说明。葛懋春的《历史科学概论》 , 只

是在最后一章 ,才把“历史比较研究法” 、“历史数量研究法” 、

“历史系统研究法”当作“当代国外几种史学方法述评” ,根本

就没有拿其当“自己人”看待。庞卓恒的《历史学概论》也把

“比较史学方法” 、“计量史学方法” 、“心理史学方法” 、“口述

史学方法”作为在旧体系中增加的“历史研究新方法”加以介

绍。田昌五的《历史学概论》干脆把“史学方法”寓于“唯物史

观”之中。白寿彝的《史学概论》 、赵光贤的《中国历史研究

法》所强调的则是史料学方法。吴泽的《史学概论》 、赵吉惠

的《史学概论》与《历史学方法论》 、李振宏的《历史学的理论与

方法》虽说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, 但在整体上似乎仍未突破“阶

级分析法型” , 应属于王学典先生所称的“唯物史观派”[ 15] 。

显然 ,史学方法体系的这种现状 , 正如赵世瑜先生担忧的那

样 ,既难以“使历史系的学生和研究生从一开始就能受到多

学科的训练” , 也不能及时“把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不断推

广 ,同时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日益做出有说服力的成果”[ 16] 。

其二 ,史学界尚有相当一部分人观念保守 、思想顽固 , 急

35

① 请参见朱本源:《漫谈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》 ,《中学历史教学参考》 , 1986 年第 3 期;李桂海:《历史学家也要有

艺术家的创新精神》 ,《社会科学研究》1989年第 3期;《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》 ,《学习与探索》 , 1994 年第 3 期;李

洪岩:《历史学:科学与人文学的统一》 ,《江汉论坛》 , 1993 年第 2 期;刘爽:《历史学功能的动态结构———兼论历史学的

科学性及其与艺术的关系》 ,《史学理论研究》 , 1996 年第 1 期;朱卫斌:《历史学:科学还是艺术》 , 《中山大学学报》 ,

1995 年第 4 期;曹基础:《历史学与文学的交汇点》 ,《华南师大学报》 , 1996 年第 1 期;赵兴彬:《历史学的本质特征-

-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》 ,《泰安师专学报》 , 1996 年第 4 期;何兆武:《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》 ,《史学理论研究》 , 1996

年第 2 期;《历史学两重性片论》 , 《史学理论研究》 1998 年第 1 期;周振鹤:《历史学:在人文与科学之间?》 , 《复旦学

报》 , 2002 年第 5 期。



待开化。这部分人一般来说知识老化 , 态度偏执 , 势力强大。

他们无视史学理论的意义 ,拒不接受新理论 、新观点 , 成为阻

碍史学方法体系革新的巨大障碍。当年有人开始把系统论

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的时候 ,史学界曾群起而攻之。其中

虽说有部分人是从学术讨论的善意角度出发的 , 但也不可讳

言有不少人是出于自己的无知与偏激的意识形态使然。 如

果现在拿出上世纪 80、90 年代之交的一些批判文章重读 , 就

会发现那些批判的话语跟“文革”期间的做法 ,有过之而无不

及。滑稽的是 ,史学界后来在总结“系统热”退潮的根本原因

时 ,竟认为是“生搬硬套西方自然科学概念方法所致” 。 其

实 ,那主要是保守势力借助非学术的力量予以扼杀的。至于

运用“三论”过程中“无论是对理论本身的理解 , 还是理论与史

实的结合 ,都存在着许多缺陷”[ 17] , 那反而应是正常的事情。

在保守势力的作品中 ,又往往满纸充斥着“封建” 、“封建

社会” 、“阶级” 、“阶级社会” 、“地主” 、“地主阶级”等连他们自

己也说不清的 、庸俗的“意识形态话语”[ 15] 。他们还常以“学

术权威”的身份教导别人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”

[ 18] 、“牢记史学工作者的责任”[ 19] 云云。然而 ,他们连“假

设”这一本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① 都不允许使用

[ 20] , 又何以教导别人? 还有的人动辄把学术界的不同观点

说成是“唯心史观种种”[ 21] , 用“上纲上线”的老手腕儿予以

攻击。更有甚者 ,竟然把史学界发展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荒唐

地归咎为“历史学界过于宽容和大度”[ 22] 。尤其令人担忧的

是 ,史学界那些未受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浸染的 、比较纯正

的研究者 , 由于倾情于实证的 、具体历史研究而漠不关心史

学理论 、方法论的巨大进步 , 也导致其研究成果瑕疵百出。

这犹如赵世瑜先生所例举 , “重新崛起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虽

然开阔了研究领域 ,但多数研究成果由于缺乏相关学科的知

识 ,面貌还相当陈旧。比如对各个社会集团或社会生活的研

究中 ,较少注意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工

具 ,解释还缺乏新意”[ 16] 。

其三 ,另一方面 ,在具体历史研究实践中 , 也涌现出了一

大批运用新概念 、新方法开展研究的成功个案 , 急需史学理

论界加以总结升华。近一二十年间 , 单纯运用自然科学方法

开展研究的案例当然很多[ 23] , 但最有典型意义的莫过于运

用跨学科方法开展大规模历史研究的成功案例 , 如罗荣渠的

“现代化研究” 、白寿彝总主编《中国通史》 、李学勤等人的“夏

商周断代工程” 。然而 ,史学理论界对此的反应似乎不够敏

捷 ,至今未见有系统化的专门研究 , 这极不利于具体研究与

理论研究的互动和共进。只有呼吁重建史学方法体系 ,才能

促使人们积极地解决这些问题。

三 、“三大个案”的启示

所谓“三大个案” ,系指 20 世纪最后 20 年在史学界规模

庞大 、成就辉煌 、影响最大的三大历史研究工程 , 即上文提及

的罗荣渠“现代化研究” 、白寿彝《中国通史》 、李学勤等人的

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 。

罗荣渠的“现代化研究”始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 , 并发表

第一篇论文《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》 , 后又接连发表 、出版

了一系列论著[ 24] 。在他的推动下 ,北京大学还成立了“世界

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”;主编了《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》;

首开了“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”的博士生研究方向;多次主办

全国性或国际性现代化研究的学术会议。 1993 、1997年正式

出版代表作《现代化新论》和《续论》 。这些都在学术界引起

很大反响。众多学者认为 ,其“现代化研究”的价值主要在三

个方面:一是课题本身价值 , 即它是现实与历史都需要的难

度很大的课题;二是在研究方法上 , 抓住宏观 , 从历史学 、经

济学 、社会学 、政治学等多学科角度开展跨学科研究 , 把历

史 、理论 、现实综合起来 , 把中 、西 、马的理论综合起来;三是

它奠定了现代化研究的基础 ,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框架[ 25] 。

白寿彝总主编的《中国通史》 , 自 1979 年始 , 约集学者

500 余人 , 涉及考古学 、文献学 、历史学 、自然科学诸学科 , 通

力合作 ,精心实施 , 于 1999 年 4 月全部完成出版。这一浩大

工程成果 , 被学术界誉为“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” 。

通读这套 12 卷 22 册 、约 1400 万字的巨著后 , 笔者感到 , 尽

管其中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(笔者将另文论述), 但瑕不掩

玉 ,有人已总结了它的三大成就[ 26] , 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史

学研究的总体状况和水平。特别是它开辟人物“传记”编的

尝试 ,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历史的人本主义思想 , 是非常难

能可贵的。

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是“九五”国家重点科技项目 , 旨在为

夏商周建立可信的年代学标尺。该工程自 1996 年 5 月 16

日正式启动 ,由国务院七部委的正副部长组成领导小组 , 聘

任李学勤 、仇士华 、李伯谦 、席宗泽为首席科学家 ,组织了历

史学 、考古学 、古文字学 、文献学 、天文学 、地理学 、科技测年

(物理 、化学)等九大学科门类 200 余位专家 , 经 4 年多联合

攻关 ,于 2000 年 11 月 9 日公布了作为最终成果的一份“夏

商周年表”[ 27] 。该年表为我国公元前 841 年之前的历史建

立起 1200 年的三代年代框架 , 其中包括 459 年的西周和商

后期年表 , 被认为“ 是我国古代历史自西周晚期共和元年

(841B.C.)以前 ,最有科学依据的年表” ;其“武王克商年代 、

武丁在位年代 、夏商分界年代以及夏代始年的估定具有创新

意义” 。在工程中改进的碳十四测年技术 ,“取得了国际先进

水平成果” ;“该项目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 , 多学科

交叉的研究途径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, 并积累了很好的经

验”[ 28] 。早在 1999 年 ,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 524 位院士

就一致推其为“1999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”的第五位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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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大个案”的共同之处是:其一 , 都是重大的 、疑难的课

题;其二 , 都是国家立项的研究项目(罗荣渠的“各国现代化

比较研究”是“七五”重点项目 , 白寿彝的《中国通史》是 1983

年确定的重点科研项目);其三 ,都有一定的分工协作;其四 ,

都运用了跨学科的综合方法。三者的最大不同之处 , 就是运

用跨学科方法的具体方式不同 ,这是最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

问题。罗荣渠的现代化研究基本属于历史学家个人“利用其

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来进行历史课题的研究”;白寿彝的《中

国通史》基本属于历史学内部各分支学科之间的跨学科联

合 ,可称为“历史编纂的跨学科研究” ;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 则

属于“多学科的合作研究”[ 29] ,即不同性质学科之间合作 , 共

同解决历史学领域的具体课题。这三种方式恰恰代表了跨

学科研究的三种基本范式 ,因而具有典型意义 。

由此可见 ,“三大个案”不仅为我们重建史学方法体系提

供了实践经验 ,而且还给了我们这样的最大启示:即跨学科

方法是中国史学最有效力 、最有前途的史学方法 , 它昭示着

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 ,故而应将其作为新建史学方法体系的

中心内容。

四 、史学方法新体系

综合前面的分析 , 根据笔者自己的多年思考 , 在此尝试

提出一种史学方法新体系的结构模式。图示如下:

史

学

方

法

新

体

系

跨

学

科

方

法

人文学科方法:移情 ,想象 , 体验 , 推断 , 假设 ,象征 ,

虚构 ,夸张……

社会科学方法:经济学方法 ,政治学方法 , 社会学方

法 ,法律学方法 , 心理学方法……

自然科学方法:数学方法 ,物理学方法 , 天文学方法 ,

地理学方法 ,生物学方法……

保留方法:史料学方法 ,历史表述法

通用方法:逻辑的方法 ,历史的方法 , 比较的方法 ,系统的

方法

　　需要说明的是 , 这一结构的内在关系 , 类似于塔式立体

关系。其中 , 塔基是通用方法 , 即使用于所有学科的一般思

维方法 ,是任何方法体系的思维平台。塔身是保留方法 , 指

历史学中最本原的 、最传统的方法 , 是史学与其他学科的最

起码分界。塔顶是跨学科方法 , 它是这一结构的中心内容 ,

其理由前已论及。而在跨学科方法中 , 从自然科学 、社会科

学方法到人文学科方法的递升关系 , 又符合历史认识过程中

从考实性认识经抽象性认识到价值性认识的规律[ 30] 。 这

里特别需要纠正一种错误倾向 ,即把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总是

视为一门纯粹的科学 , 以致一提跨学科方法 , 似乎只有自然

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 ,无视或不承认人文学科方法的重要作

用和地位。对此 ,何兆武先生批评说:“多少年来人们已经形

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 , 也许可以称之为唯科学观

点 ,即一切都应该以科学为其唯一的准则 , 一切论断都须从

科学出发 , 并且以科学为唯一归宿。只要一旦被宣布为`不

科学' ,这条罪状就足以把一切理论打翻在地 , 永世不得翻

身。”[ 31] 这样的观念如今已到了非转变不可的时候了。

其实 , 正如学者所论 , “自然科学的准确性 、严格性和可

预见性是固然令人羡慕的 , 但是模糊性 、可争论性和或然性

常常给人以更多的智慧和启迪”[ 32] 。“就物质层次的历史而

言 ,事物的发展有其必然的规律;但就人文层次的历史而言 ,

则其发展并没有物质事物发展那种意义上的必然规律;———

否则历史就不是人创造而是上帝或大自然所预先规定的

了”[ 33] 。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历史学“既有其科学的一面 , 又

有其非科学的一面”[ 31] , 或者是“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” 。

这正是“历史学的本质特征”[ 34] 。从发展趋势上看 , 我国史

学界持这种看法的人正越来越多 ,且在具体历史研究中已有

所体现 ,白寿彝先生在历史编纂中开辟人物“传记”编的尝试

就是这样一种反映。

从国外来看 ,法国年鉴学派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所受

到的批评以及随后“新叙事史”的兴起 , 已经充分证明 , 如果

在跨学科方法中只重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而忽视人

文学科方法 ,是极其有害的。它会把历史搞得支离破碎 , 变

成“砸得粉碎的历史学” ;会混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 , 成

为科学的奴隶;会失去史学著作的可读性 , 脱离广大读者群。

而“新叙事史”的兴起正好能够纠正这一偏差。新叙事史的

“目标不太高 , 但价值更大的作法应当是去探索和研究整个

事件的来龙去脉”[ 35] 。它“既不是向传统史学模式的简单复

归 ,也不是对`新史学' 的全面否定 , 它的出现是`新史学' 和

传统史学的不同模式相互补充的结果”[ 36] 。

总之 ,为了保证历史学的科学性 、完美性和理想化 , 我们

所建立的史学方法新体系是立体的 、动态的 、开放的 、兼容并

包的 。它既继承了传统 , 又顺应了发展;既重视了自然科学

和社会科学方法 ,又给人文学科方法以应有的地位。这就是

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 ,它的实现将成为我国历史学彻底更

新换代的界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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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 Re-establishment of Historiography Method System

ZHAO Xing-bin

(History Department of Taishan College , Taian 271000 , China)

Abstract:Recent evolution in the Sino-w estern academic thinking and historiog raphy no tions has served as a theoretical propo si-

tio n for the re-establishment of histo riography methodology in China.The typical historic studies in the “ Three Cases”-Studies on

Modernization by Luo Rong-qu , General Histo ry of China compiled by Bai Shou-y i , and Project o f Histories of Xia , Shang and Zhou

Dynasties completed by Li Xue-qin , et al-no t only provides a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re-establishment of histo riography methodol-

ogy , but also enlightens us on the cross-subject method as the central content o f the new sy stem of historiog raphy methodology.In

the cross-subject method , particular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method of humanities as well as on me thods of physical science

and social science.

Key words:methodology , Three Cases , cross-subject method , new system of historiog raphy methodo log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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